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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态度的成因与应对* 

徐展菲  席居哲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  矛盾态度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某一态度客体同时存在的积极与消极的认知评价和情绪体验。近年来, 

学者们从认知、社会、个体差异等角度探讨了矛盾态度的成因, 并指出个体主要使用情绪中心策略、信息加

工策略和补偿性策略以应对矛盾态度带来的不适。未来研究需要继续整合矛盾态度的测量方式, 考察矛盾态

度在不同文化和不同个体发展阶段的差异, 并进一步深入探索影响矛盾态度与个体行为后果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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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Attitude)一直是心理学重要的研究领

域。作为个体对特定客体做出反应时所具有的稳

定的内部心理体验和倾向, 态度包含了认知、情

感与意向三种成分(Baron, Byrne, & Suls, 1988)。

态度研究早期, 研究界常将态度视作单维的, 测

量态度时常用的也是单维量表 , 比如利克特量

表、瑟斯顿量表等(Likert, 1932; Thurstone, 1927)。

在这些量表中, 个体必须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比如对于“我喜欢音乐”这一描述 , 个体需要从

1(完全不赞同)到 5(完全赞同)中选择符合自己态

度的一项。然而, 现实中人们对于某件事物的态

度有时是复杂而非单一的, 我们往往会对一件事

情同时作出好坏并存的评价。比如, 在音乐剧《莫

扎特》中, 莫扎特对于音乐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 

在终章中, 他富有激情地唱到“我是大调, 是小调, 

是和弦, 是旋律, 我借它们将我的心声表达。”可

接着他又质问, “我将一切都献给了音乐, 可我得

到的一切又给我留下了什么？”可见 , 他对于音

乐同时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积极与消极 )的评价 , 

产生了矛盾的心理感受。因此, 许多情况下, 态度

超越了单维的结构 , 同时具有两种独立的评价 , 

学术界将这种对于同一客体同时产生积极与消极

评估的态度称为矛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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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国外的矛盾态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概

念、测量及其属性的探讨, 国内对此已有相关综

述 (陈剑峰 , 陈志霞 , 2009; 陈志霞 , 陈剑峰 , 

2007)。近年来, 国际学术界就矛盾态度的成因及

其应对策略等方面的探讨不断深入, 取得了不少

值得关注的进展。相比而言, 国内的矛盾态度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 颇有必要对该领域的

研究最新进展进行系统梳理。本文主要在对矛盾

态度的研究缘起、内涵及其测量进行简要回顾的

基础上, 着重对矛盾态度的成因及个体对其应对

策略方面的新近研究证据进行系统梳理, 并提出

有待探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以为国内矛盾态度

研究提供参考与启示。 

1  矛盾态度研究的缘起与早期成果 

1.1  态度研究：单维双极困境及超越 

在态度研究的初始阶段, 学者一般用单维量

表来测量个体态度, 认为个体对于某一客体的态

度处于由评价两极所构成的单一连续体的某一点

上 , 这 即 所 谓 的 单 维 双 极 模 型 (Likert, 1932; 

Thurstone, 1927)。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 单维

的态度量表无法区分那些持有中立态度的个体与

那些在评价两极间摇摆不定的个体。这种难以区

分中立态度与矛盾态度的现象, 被称作单维双极

困境(bipolar problem) (Kaplan,1972)。 

对于这样的困境, Kaplan 建议可以用积极态

度量表与消极态度量表对个体的真实态度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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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果个体在两个量表上的得分都很低, 说明

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持中立态度、或者对其漠不关

心; 如果个体在两个量表上得分都很高, 则说明

他们对于该客体同时具有强烈的消极和积极评价, 

即持有矛盾态度。Cacioppo, Gardner 和 Berntson 

(1997)随后的研究表明 , 个体对于同一客体积极

与消极的评价确实是互相独立的, 据此他们认为, 

的确存在着矛盾态度, 并且需要用双变量量表而

不是单维量表测量。因此, 态度研究需要超越单

维双极模型, 将矛盾态度涵括在内。随着矛盾态

度得到学界确认, 态度研究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迄今学术界对矛盾态度内涵的表述有两类 , 

可将其简称为元素论和觉察论。从引发矛盾态度

的元素来看, 矛盾态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认知

元素的不一致, 比如认为某人是热情的但并不可

靠的; 二是情感元素的不一致, 比如对某个对象

爱恨交织; 三是情感与认知元素的冲突, 比如认

为戒烟对自身是有帮助的但是情感上却对其进行

排斥(Lavine, Thomsen, Zanna, & Borgida, 1998)。

根据矛盾态度是否被个体自身所觉察, 矛盾态度

又可以分为两种：即客观(objective)矛盾态度与主

观(subjective)矛盾态度。客观矛盾态度指的是一

种个体并未意识到的、积极与消极评估共存的态

度。主观矛盾态度则指的是个体感受到的强烈不

一致的态度, 并会因此产生心理斗争, 引发内心

抗争、疑惑、撕裂等一系列的感受(Priester & Petty, 

1996; Thompson, Zanna, & Griffin, 1995)。也有文

献将上述两种矛盾态度分别称为潜在 (potential)

矛盾态度与感知(felt)矛盾态度(Guarana & Hernandez, 

2016; Newby-Clark, McGregor, & Zanna, 2002)。虽

然不同研究者对矛盾态度的界定不尽相同, 但大

都基本认同矛盾态度的核心是个体对于同一客体

同时存在积极与消极的认知评价与情绪体验, 该

评价与体验程度较强, 并且是相对稳定的(de Liver, 

van der Pligt, & Wigboldus, 2007)。  

在有关矛盾态度心理机制的研究中, 有两个

经典的模型理论。一是 Cacioppo 和 Berntson (1994)

的评价空间模型, 该模型认为个体对于特定客体

的加工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一个负责积

极刺激特征, 另一个负责消极刺激特征, 当两个

独立的系统同时激活时, 便产生矛盾态度。另外

一个经典模型渐进阈值模型 GTM (The gradual 

threshold model)则认为最近形成的评价与原先存

在并且强度较大的评价会产生冲突, 从而形成矛

盾态度, 并且当最近形成的评价增强时, 矛盾态

度也会进一步加强(Priester & Petty, 1996)。这也可

以用态度研究中的经典论述来解释：研究者认为

态度系统中存在着将态度一分为二的界面, 界外

是态度易于变化的部分, 而界内存在一个坚固的

“核 ”, 即个体的基本价值取向 (Kelman, 1979; 

McGuire, 1989)。那么, 当基本价值取向的积极价

值和消极价值同时被同一客体激活时, 或者个体

产生了新的价值评价与旧价值取向冲突时, 矛盾

态度便产生了。 

1.2  矛盾态度的测量与问题 

常见的矛盾态度测量有两类。一类是用双极

量表直接测量被试对于某一对象的矛盾态度体验

及其强度。比如在 Jonas, Diehl 和 Brömer (1997)

的实验中, 研究者用双极问卷测量被试对于买洗

发水这一行为的矛盾态度。问卷包括两个条目 , 

分别为“我买洗发水这一行为会导致正面结果和

负面结果”和“我买洗发水这一行为有缺点也有优

点”, 被试需要判断这些句子是否符合自己的想

法, 在 1 (完全符合)到 7 (完全不符合)之间对条目

进行评分。又比如在 Thompson 和 Zanna (1995)

的研究中 , 被试需要对“我对安乐死同时具有支

持和反对的强烈矛盾情绪体验”此类句子从−4 (不

符合我的态度)到 4 (非常符合我的态度)进行打分。 

第二种方式则是用单极分量表分别测量被试

对于同一对象的积极、消极态度及其强度。如前

所述 , 这种测量方式由 Kaplan (1972)首先提出 , 

在实证研究中, 他们将传统的态度量表分成两份, 

一份测量个体对于客体的消极评估(从−4 到 0 进

行评分), 另一份则测量个体对于客体的积极评估

(从 0 到 4 进行评分)。在 Jonas 等人(1997)的实验

中, 也使用了此种测量方式。被试需要填写两份

问卷：第一份问卷需要他们对“我买洗发水”这一

行为在 0 (一点也不好)到 3 (非常好)之间打分; 第

二份问卷则让他们对“我买洗发水”这一行为在 0 

(一点也不坏)到−3 (非常坏)打分。 

有研究者对第二种测量方式提出了整合量表

分数的公式, 其中一个得到了较广泛的承认与使用： 

Ambivalence = (P + N) / 2 − | P – N |. 

其中 P代表积极评估的强度, N则代表消极评

估的强度, 用上文所提到的独立的两个分量表进

行 测 量 。 该 公 式 被 证 实 优 于 其 他 整 合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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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 et al., 1995)。 

然而, 学术界对于矛盾态度的测量问题还存

在着一定争议。不同研究采用的矛盾态度测量方

式各不相同, 关键的问题是, 研究者们发现矛盾

态度各种测量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很弱(Conner 

et al., 2002)。比如, Priester 和 Petty (1996)发现矛

盾态度与个体感受到的内心冲突相关系数只有

0.36~0.52, Thompson 等人(1995)也报告了相似的

发现, 其系数范围为 0.21~0.40。另一个质疑则是

双极量表是否真的能够准确测量出个体感知到的

矛盾态度。双极量表通常默认个体有识别自己内

心冲突的能力 , 但有研究者认为一些其他外在

的、与矛盾对象没有关联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心理

冲突的感知与体验, 从而干扰双极量表对于矛盾

态度的测量(Bassili, 1996)。 

2  矛盾态度的成因 

有许多研究表明, 矛盾态度经常伴随着令人

不愉快的情绪体验 (Gebauer, Maio, & Pakizeh, 

2013; Newby-Clark et al., 2002; Rydell, McConnell, 

& Mackie, 2008)。矛盾态度及其体验是怎么产生

的？研究者们从认知、社会、个体差异等角度对

矛盾态度的成因进行了探索。 

2.1  认知角度 

首先, 态度内部成分(认知、意向与情感)的不

一致是矛盾态度的一个重要成因, 这种成分不一

致既可能发生于同一成分之间, 比如认知元素的

不一致, 即认为某人是热情但却不太可靠的, 也

可能是不同成分之间的冲突, 比如认知上明白戒

烟对自身是有帮助的但是情感上却对其进行排斥。 

研究者们试图通过认知失调理论 (Festinger, 

1957; Gawronski, 2012)来解释该类矛盾体验的产

生。认知失调理论认为态度与行为间的不一致会

导致不舒适感, 由此延伸, 态度内成分的不一致

性也会让人觉得不适(Jonas et al., 1997; Newby-Clark 

et al., 2002; Thompson et al., 1995)。但矛盾态度和

认知失调的区别在于, 认知失调的个体往往在采

取举动之后内心感到不适：比如戒烟的个体忍不

住抽烟之后, 戒烟的态度与抽烟的行为会引起认

知上的失调; 而持有矛盾态度的个体往往在采取

行为之前便感到不适, 比如看到香烟时有情感上

的喜爱但在认知层面却知道其是有害的。  

并且, 许多研究发现, 持有此类矛盾态度的

个体在面临着需要作出选择的情境时, 矛盾态度

会进一步加强。比如, 在行为的启动和保持阶段, 

客观矛盾态度和主观矛盾态度的关联会得到增强, 

即此时个体更容易感受到不适的主观矛盾态度

(Armitage & Arden, 2007)。在面临选择时, 选择结

果的不确定性会增强高矛盾态度个体的不舒适感

(van Harreveld, Rutjens, Rotteveel, Nordgren, & van 

der Pligt, 2009)。并且, 当矛盾态度及信息不能为

个体的选择提供帮助时, 个体的主观矛盾感进一

步增强(Nohlen, van Harreveld, Rotteveel, Barends, 

& Larsen, 2016)。比如, 带有认知冲突的矛盾信息

“Bob 是个聪明但强势的人”能够帮助个体解决

“Bob 能否写出优秀的科研文章”这个问题, 但不

能帮助个体决定“Bob 是否是个优秀的合作者”, 

因此增强了个体内心的冲突程度。 

上述研究着重于态度内的成分不一致这一成

因, 并且发现当个体面临需要他们做出选择的情

境时, 态度内成分不一致会引起他们更加不适的

矛盾体验。此外, 如果矛盾评价无助于解决当前

问题, 不适感会进一步增强。  

然而, 过去的文献显示, 态度内成分不一致

性与感知矛盾态度仅仅在中等程度上相关 (Priester 

& Petty, 1996; Thompson et al., 1995)。因此, 有研

究者引入语义不一致性(semantic incongruence)这

一概念, 用实验证实了语义不一致性与成分不一

致性能够共同且独立地预测感知矛盾态度(Gebauer 

et al., 2013)。语义不一致指的是客体对象属性的

不一致性 , 通常在 Wiggin, Trapnell 和 Phillips 

(1988)的人际环形框架下进行研究。在该框架中, 

个体的特质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动性

(agency), 包括聪明、强势及坚持主张等特质; 另

一类是共享性(communion), 包括善良、仁慈等特

质。一般情况下, 个体拥有的特质总是更倾向于

其中一类, 很难同时兼顾。当在个体的认知中, 某

一认知对象同时具备这两类特质、并且都十分突

出的时候, 语义不一致性便产生了。比如, 当小红

发现小明非常聪明又非常善良时 , 小红会产生

“哪里不太对”的想法, 并且由此经历矛盾体验。  

除了以上两种不一致性之外 , 实际−理想态

度的差异也会导致矛盾态度及其体验。实际态度

和理想态度分别指个体实际持有的态度与个体想

要自身持有的态度, 这两者往往存在着某些差异

(Maio & Thomas, 2007)。比如说, 一个环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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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自己喜欢用无污染的自行车出行, 但他们实

际上还是偏爱耗油汽车的舒适与便捷。DeMarree, 

Wheeler, Briñol 和 Petty (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 

实际−理想态度的差异确实可以预测感知矛盾态

度的强度。另一项研究也有相似的发现：当白人

个体对于名声差的其他群体(比如黑人)产生同情

时, 威胁到了白人自我形象中“敏锐” (Sharp)的特

征; 然而 , 对于这些群体产生轻视时 , 又威胁到

了白人自我形象中“人道” (Humanity)的特征(Katz, 

Wackenhut, & Hass, 1986), 因此他们对于这些群

体态度往往是矛盾的。可见, 理想自我与实际自

我的差异, 是个体经历矛盾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2.2  社会角度 

除了个体自身内部的冲突, 个体与外部环境

的冲突也会促使矛盾态度的形成, 因此, 矛盾态

度可能也起着帮助个体适应外界、平衡人际关系

的作用。 

首先 , 个体持有的与其重要他人(比如父母)

不一致的态度会导致矛盾态度。Priester 和 Petty 

(1996)发现 , 如果个体对安全性行为持有积极评

价, 但其伴侣却对安全性行为持有消极评价, 那

么, 该个体对于安全性行为的矛盾态度就会显著

高于其他个体。他们随后开展的实证研究结果显

示, 个体与其重要他人的态度不一致会导致个体

的矛盾态度增强, 与其厌恶的人的态度不一致则

会减弱矛盾态度(Priester & Petty, 2001)。  

除了重要他人所持态度, 个体所处的群体与

社会所持态度也会影响个体的矛盾态度。 

持有矛盾态度的个体更容易被他们的同龄人

影响, 将自己原先的矛盾态度转为与同龄人一致

的态度。比如在 Hodson, Maio 和 Esses (2001)的实

验中, 个体被要求先对社会福利这一问题报告自

己态度, 然后看一段围绕该话题的辩论视频, 最

后再次报告自己的态度。结果, 之前持有矛盾态

度的个体更容易转变为与视频中同龄辩手一致的

观点。同样, 社会规范也有相似的影响机制：高

矛盾态度个体更容易被含有社会规范的说服性信

息所影响 , 从而减少他们对于香烟使用的意向

(Hohman, Crano, & Niedbala, 2016); 个体会在被

告知他所属国家约一半的公民反对转基因食物之

后, 产生对于转基因食物的矛盾态度, 但如果其

被告知大多数公民都持反对态度, 则更容易同样

报告反对态度(Pillaud, Cavazza, & Butera, 2013)。 

来自神经科学的证据同样支持社会因素对于

矛盾态度的影响。Nohlen, van Harreveld, Rotteveel, 

Lelieveld 和 Crone (2014)的 fMRI 研究发现, 个体

经历矛盾态度并需要做出选择时, 负责社会情绪

的脑区就会被激活, 这些脑区包括脑岛、颞顶联

合区(TPJ)、腹后扣带皮层(PCC)等。而且, 如果在

做选择时这些脑区的激活越强(即思考他人观点

越多时), 其个体在选择过后的主观矛盾感减少的

越多。这说明, 持有矛盾态度的个体会通过思考

自己与相关他人所持观点来减少自己的主观矛盾

感, 并且做出恰当的、考虑到多方利益的选择。 

2.3  个体差异角度 

除了上述两种普遍的成因之外, 个体之间存在

的差异也会导致各自所经历矛盾态度强度的不同。 

第一, 有一些个体对于犯错所要付出的代价

十分敏感, 这种特质被称为个人无价值恐惧(PFI, 

Personal Fear of Invalidity)。面临选择时, 个体 PFI

越强, 他所经历的矛盾态度也就越强, 特别当该

选择与个体紧密相关时, 这种关联会得到进一步

增强(Thompson & Zanna, 1995)。第二, 有一些个

体比其他人更加偏好需要努力的认知活动, 这种

特 质 被 称 作 认 知 的 需 要 (Need for Cognition, 

NFC)。NFC 与矛盾态度强度呈负相关 , 即个体

NFC 越高, 他所经历的矛盾态度越弱(Thompson 

& Zanna, 1995), 并且更不会采取回避问题的策略

(Hänze, 2001)。对于该种负相关的一个推测是 , 

NFC 高的个体能够对于问题有更加透彻的理解, 

对问题的整合度较高 , 所以更不容易感觉到矛

盾。但是, 如果意识到自己是根据信息来源而不

是信息实质来做决策之后, 高 NFC 个体主观矛盾

感会增强, 在低 NFC 个体上则不会存在此种增强

效应(Tormala & Desensi, 2008)。第三, 对于那些

偏爱连续性的人来说, 经历矛盾态度会让他们体

验到更加不适的感觉(Newby-Clark et al., 2002)。

第四, 具有正念能力的个体所经历的矛盾态度也

较弱(Haddock, Foad, Windsor-Shellard, Dummel, 

& Adarves-Yorno, 2017)。 

有趣的是, 就算是在面对单一效价(完全积极

或消极)的信息时, 个体也会期待潜在的、不一致

的信息, 这种期待与现实的不一致会导致内心的

冲突, 研究者将其称为预期冲突反应 (anticipated 

conflicting reaction), 并且他们提出, 个体差异会

影响这种反应的强弱(Priester, Petty, & Park,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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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的个体差异是思维风格的不同：有些个

体思考问题时会采取辩证的思维方式, 全面的看

待问题, 而另一些个体看问题较为片面, 不会考

虑各种情况, 因此, 前者更容易产生预期冲突反

应。的确, 实验证实具有辩证思维方式的被试在

遇到单纯消极或积极的信息时, 他们也会经历矛

盾态度, 而且相比遇到矛盾信息, 他们对于单一

信息所产生的不舒适感更为强烈(Pang, Keh, Li, 

& Maheswaran, 2017; Wang, Batra,& Chen, 2016); 

并且持有辩证思维的个体在遇到正面与负面事件

时都会产生复杂的矛盾感受(Hui, Fok, & Bond, 

2009)。 

2.4  小结 

综上所述, 矛盾态度的成因可从认知、社会

和个体差异三大角度解释。 

从认知角度来探究矛盾态度的形成, 可发现

矛盾态度起源于各类不一致, 主要有态度内成分

不一致、语义不一致和实际−理想态度差异。在社

会层面上, 重要他人态度、所属群体态度和社会

规范都会影响个体矛盾态度的形成和强度。个体

差异角度的成因则包括一系列个人特质和认知风

格, 有个人无价值恐惧、正念性、认知需要、一

致性偏好和思维方式。为方便对照查看, 在此特

别对矛盾态度的成因分类、具体成因及其对矛盾

态度的影响方向等进行了汇总梳理。具体见表 1。 

3  矛盾态度的应对 

在态度研究方面, 研究者们往往较为关心态

度对于信息加工以及行为意向的影响。以往, 在 
 

关于矛盾态度对于信息加工的影响的研究方面 , 

不同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结论 (陈剑峰 , 陈志霞 , 

2009)。一些研究表明, 矛盾态度越强烈, 对于信

息接受性越低。另一些研究则发现, 持有矛盾态

度的个体会对信息进行精细加工。从新近文献成

果看, 这些不一致的结果实质上可能是由于个体

对于矛盾态度使用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所导致的。

这些不同的应对策略可以被分为三类, 情绪中心

策略、信息加工策略和补偿性策略。 

3.1  情绪中心策略 

首先, 个体会用情绪中心策略应对矛盾态度, 

即使用各种方式来减轻由于矛盾态度引起的负面

情感。除了焦虑、紧张之外, 还有一种特别的负

面情感：预期悔恨(anticipated regret), 即个体预感

到自己会在做决定之后感到后悔(van Harreveld, 

Rutjens, et al., 2009)。 

一种经常使用的情绪中心策略是拖延行为 , 

即推迟做决定的时间。拖延虽然经常被视作是不

利于个体的行为, 但它也能够起到策略性的作用, 

比如能够减轻个体因面临选择而产生的痛苦

(Klingsieck, 2013)。一项对 3000 名被试开展的研

究表明, 在控制其他因素后, 个体的矛盾态度越

强 , 他们推迟作 X 光检查的天数越长 (O'Neill, 

Lipkus, Gierisch, Rimer, & Bowling, 2012); 在消

费者在对是否要购买一件商品持有矛盾态度时 , 

也会倾向于推迟购买商品。 (Pang et al., 2017; 

Roster & Richins, 2009) 

另一种情绪中心策略是接纳, 即承认并且包

容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被认为是一种有效减少负 

表 1  矛盾态度的成因 

分类  影响方向 

认知 态度内成分(认知、意向、情感)不一致(Nohlen et al., 2016) 正向 

 语义不一致(Gebauer et al., 2013) 正向 

 实际−理想态度差异(DeMarree et al., 2014; Katz et al., 1986) 正向 

社会 重要他人态度(Priester & Petty, 1996; Priester & Petty, 2001) 正向 

 所属群体态度(Hodson et al., 2001) 正向 

 社会规范(Hohman et al., 2016; Pillaud et al., 2013) 正向 

个体差异 个人无价值恐惧(Thompson & Zanna, 1995) 正向 

 认知需要(Thompson & Zanna, 1995; Tormala & Desensi, 2008) 正向/负向 

 一致性偏好(Newby-Clark et al., 2002) 正向 

 正念性(Haddock et al., 2017) 负向 

 思维方式(Wang et al., 2016; Pang et al., 2017; Hui et al., 2009) 正向/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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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绪的情绪策略 (Aldao, Nolen-Hoeksema, & 

Schweizer, 2010)。他人的高质量倾听能够让个体

放下自己的防御机制, 从而接纳自己的矛盾态度, 

减少由于矛盾感引起的不适(Itzchakov, Kluger, & 

Castro, 2017)。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正念性——即一

种专注当下, 不评判地接纳当下事件的能力(Brown, 

Ryan, & Creswell, 2007)——较强的个体所经历的

主观矛盾感较弱(Haddock et al., 2017)。  

3.2  信息加工策略 

前述的情绪中心策略可以有效地减少个体的

负面情感, 但往往无法触及并处理引起矛盾态度

的根源。因此, 个体的另一个选择是采取信息加

工策略, 即关注引起矛盾态度以及不适感的问题

及信息, 尝试通过处理信息或解决问题来减轻自

己的矛盾感受。 

一种信息加工的策略是对信息进行精细加

工。不少实验证据表明持有矛盾态度的个体会经

历精细的认知加工过程。比如, 持有矛盾态度的

个体会产生许多与矛盾态度对象有关的想法(Jonas 

et al., 1997); 神经科学扫描也显示腹外侧前额叶

这一与认知控制、复杂加工相关的脑区, 在矛盾

决策中激活(Cunningham, Johnson, Gatenby, Gore, 

& Banaji, 2003)。反之, 如果个体在进行决策的时

候认知负担过重, 无法进行精细加工, 则决策过

后个体的矛盾感不会得到减轻 (van Harreveld, 

Rutjens, et al., 2009)。个体也会采取一些策略来帮

助自己进行精细加工, 比如选择详述(amplifying)

的策略 , 仔细收集信息 , 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 

并且采取行动(Hänze, 2001)。这些采取精细加工

策略的个体更容易克服认知陷阱(关联谬误、框架

效应、易获得性偏差等) (Guarana & Hernandez, 

2016), 能够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 从而提高判断

的准确性(Rees, Rothman, Lehavy, & Sanchez-Burks, 

2013)。 

这一系列的实验结果说明, 持有矛盾态度的

个体会采取精细加工的策略, 比如收集各种有关

信息, 对问题进行更深层次、更全面的系统思考, 

并最终做出决策。 

但由于认知资源、时间、环境等条件的限制, 

不是在所有情境下个体都能够对问题进行彻底、

全面的思考。因此, 个体有时会采取第二种信息

加工策略——有偏(biased)的信息处理。在这种加

工中, 个体往往只注意态度对象的积极与消极一

面, 比如产生许多一边化(one-sided)的想法 (Nordgren, 

van Harreveld, & van der Pligt, 2006), 更偏向于那

些能够减轻矛盾态度的负面信息(Yang & Unnava, 

2016), 避开与他们态度相反的, 更加容易加强矛

盾态度的信息(Clark, Wegener, & Fabrigar, 2008), 

或者对于事物的积极或者消极一面产生怀疑, 认

为该件事物实际上并不存在积极或者消极的属性 

(DeMarree, Briñol, & Petty, 2015)。同样, Bell 和

Esses (2002)的研究也发现, 当被试需要消除矛盾

态度所引起的不舒适感时, 他们会产生反应放大

化(Response Amplification)。比如, 原本就对于某

一群体持有负面态度的个体在阅读该群体负面消

息后, 会产生对该群体更加负面的印象。并且, 在

有偏信息处理之后, 个体产生的态度往往和个体

在产生矛盾态度之前的初始态度一致(Clark et al., 

2008; Nordgren et al., 2006)。  

除了上述两种较为系统的应对策略, 还有一

种相对不费力的信息加工方式——启发式加工

(van Harreveld, Nohlen, & Schneider, 2015)。比如

说采取专家的意见, 或者向态度较明确的多数人

确信自己的态度 (Hodson et al., 2001; Hohman   

et al., 2016; Pillaud et al., 2013)。为了减轻矛盾感, 

在被说服之前, 个体更少去考量信息的来源是否

可靠(Zemborain & Johar, 2007)。 

3.3  补偿性策略 

上述两类策略直接针对引起矛盾态度的信息

或者矛盾感受进行处理, 然而, 个体有时还会采

取第三种策略, 即补偿性认知策略。根据认知失

调理论(Festinger, 1957), 个体天生具有对于一致

性的偏好, 而矛盾态度中同时存在的两种截然相

反的评价违反了个体所需求的一致性。因此, 个

体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来补偿矛盾态度引起的心

理失衡。补偿措施包括同化(assimilation)、顺应

(Accommodation)、确认(affirmation)、创造等(Proulx 

& Inzlicht, 2012; Proulx, Inzlicht, & Harmon-Jones, 

2012)。同化指的是个体重新解释不一致的经历, 

将其化为与预期所一致的经历。有些人在遇到一

些难以控制与预测的事件时, 会出现典型的指责

受害人的行为 , 比如会说“这位女性被骚扰是因

为穿着太暴露”, 从而将自己排除在潜在受害者

的范围之外, 认为事件大体上还是可以受自己控

制的。顺应则指的是将预期的经历调整至与当前

经历一致 , 比如说服自己“世上有些灾祸就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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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无故发生的”。确认则是将关注点放到其他与预

期较为一致的地方 , 比如转移注意到较为积极

的、可以控制的事件上而不是悲惨又不可控的事

件。最后, 创造则指的是创造出一些对自身有意

义的事物, 以对抗不一致性带来的无意义感。 

该策略相对实证研究证据较少。van Harreveld, 

Rutjens, Schneider, Nohlen 和 Keskinis (2014)的实

验发现, 持有矛盾态度个体更容易感知到图片中

的秩序(order), 更相信阴谋论(一种简化复杂事件

的理论), 这些追求一致性的体现。而矛盾态度与

创造力的关系仅有初步证据, 还需进一步研究。

有一些学者提出矛盾态度能够增强个体的创造力

(Markman, Lindberg, Kray, & Galinsky, 2007; Moss 

& Wilson, 2014; Routledge & Juhl, 2012)。Fong (2006)

的研究证实了持有矛盾态度的个体创造力更强 , 

比一般的个体更能够发现概念中不同寻常的联系。 

3.4  小结 

最近有更多研究试图探究个体何时使用何种

策略来对待矛盾态度。首先, 对于不舒适感的归

因会影响个体使用的策略。Lavine 等人(1998)推

测, 如果持有矛盾态度的个体没有意识到不舒适

感是来源于自身矛盾态度的话, 他们更加容易受

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做出自动化的反应。在决策

方面的文献也发现, 如果个体错误地归因了自己

的不舒适感 , 便更加容易采取无关信息和简单

的、节省时间的策略来解决问题, 从而节省认知

资源(Kahneman, 2003; Schwarz & Clore, 1983)。因

此, 有学者对此假设进行验证, 发现正确将不适

感归因于矛盾态度的个体比那些将不适感归因于

周边环境的个体更专注于情景线索, 更加积极投

入解决问题, 从而更容易克服认知陷阱, 增加决

策有效性(Guarana & Hernandez, 2016)。 

其次, 个体对待矛盾态度的策略还取决于个

体对于矛盾问题所在领域的知识了解程度。当个

体不了解该话题时, 矛盾态度会促使个体寻找与

之前态度一致的信息; 但是当个体对该话题掌握

足够多的知识时, 他们知道自身已经了解的信息

对于问题解决并无帮助, 所以不会再采取有偏的

信息接受方式 , 而是全面地接受信息 (Sawicki   

et al., 2013)。 

综上所述, 个体使用三种策略应对矛盾态度

及其带来的不适：情绪中心策略、信息加工策略

和补偿性策略。个体采用的策略取决于他们的认

知资源、情绪归因以及领域知识了解程度等等。

有时个体也会采用混合策略 , 比如启发−系统加

工, 即在启发框架下进行精细加工。在 Yan (2015)

的实验中, 相比单一态度的个体, 高矛盾态度个

体会对信息进行更深层的加工, 但仍然更容易被

缺点框架 (disadvantage frame)而不是优点框架

(advantage frame)说服。笔者在此对个体应对矛盾

态度策略的分类、具体策略、说明及代表研究进

行了汇总梳理, 以方便对照查看。具体见表 2。 
 

表 2  个体应对矛盾态度的策略 

分类 具体策略 说明 代表研究 

情绪中心策略 拖延 推迟做选择的时间, 

以减轻因面临选择引起的不适 

O'Neill et al. (2012); 
Pang et al. (2017); 
Roster & Richins (2009) 

 接纳 接纳矛盾态度的存在 Haddock et al. (2017); 
Itzchakov et al. (2017) 

信息加工策略 精细加工 对问题进行深入加工, 

充分利用各种信息, 全面思考问题 

Cunningham et al. (2003); van Harreveld, Rutjens, et al. 
(2009); Guarana & Hernandez (2016); Rees et al. (2013) 

 有偏加工 只接受积极/消极一面的信息, 

以形成一个明确的态度 

(往往与产生矛盾之前的初始态度一致)

Nordgren et al. (2006); Yang & Unnava (2016); Clark 
et al. (2008); DeMarree et al. (2015); Bell & Esses 
(2002) 

 启发式加工 向权威或者大众确认自己的态度, 

较少考虑信息来源 

Zemborain & Johar (2007); 
Hodson et al. (2001); Hohman et al. (2016); 
Pillaud et al. (2013) 

补偿性策略 补偿性认知 通过确认秩序感 

来满足自己对于一致性的需求 

van Harreveld et al. (2014) 

 创造 创造对个体自身有意义的事物 Fong (2006); Routledge & Juhl (2012); Moss & Wilson 
(2014); Markman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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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 矛盾态度作为一种积极消极评估

并存的态度, 超越了以往态度研究的单维双极模

型。认知、社会、个体差异都会影响矛盾态度的

形成和强度, 并且, 个体会使用不同的策略应对

矛盾态度, 从而导致不同的信息加工后果。当今

世界已进入“大信息”时代, 人们每天都会接受大

量的、不同立场的信息, 态度往往也会变得更为

复杂, 探究矛盾态度能够为研究个体与组织心理

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目前, 该研究领域已取

得不少进展成果, 但仍有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 

4.1  矛盾态度的测量问题 

如前所述 , 矛盾态度的测量方式仍有争议 , 

并且, 用不同测量方式测量得到的矛盾态度存在

着差异：双极量表往往测量的是主观矛盾态度 , 

而单极分量表测量的一般是客观矛盾态度, 这使

得研究结果之间的统合较为困难。所以未来的研

究需要对于矛盾态度测量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与整合。 

以往, 在矛盾态度的研究领域中, 量化研究

占绝大数。新近有学者采用了质性分析的研究方

式来深入探讨矛盾态度。比如Rice, Hagler, Martinez- 

Papponi, Connors 和 Delaney (2017)采访了一些临

床训练者对于矛盾态度的定义, 并且由此探讨矛

盾态度的结构组成, 也有学者通过叙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的方式来考察个体对于某一事物的具体

矛盾态度(Askelson, Losch, Thomas, & Reynolds, 

2015)。在矛盾态度与信息加工的领域, 未来研究

也可以结合质性访谈和叙事分析等方式, 询问人

们是否会意识到自己的矛盾态度、对于矛盾态度

持有何种看法, 一般是用何种策略解决矛盾态度

所引起的不适, 从而能够深入挖掘矛盾态度在实

际生活中的作用机制。另有研究运用动态系统的

技术, 追踪被试的鼠标移动情况, 发现矛盾的个

体确实是在两个相反的评价中“摇摆”不定(Schneider 

et al., 2015)。所以, 未来研究可以在该研究领域继

续引入一些新的技术, 比如眼动追踪等等, 有助

于对于矛盾态度的全方面研究。 

4.2  文化差异与个体差异 

跨文化的研究显示, 东亚的传统文化偏重辩

证思想, 而西方则强调逻辑思维(Hamamura, Heine, 

& Paulhus, 2008)。持有非辩证思想的人往往认为

矛盾态度是一种短暂的、需要避免和解决的状态。

相反, 持有辩证思想的人相信“事物都有两面性”, 

认为矛盾态度是一种持续存在的、需要接受与适

应的状态。 

如前所述, 个体的思维方式会影响他们面对

矛盾信息时的体验。已有一些研究探讨了矛盾态

度与辩证思维的关系。研究发现, 持有辩证思维

的个体(往往分布在东亚)更加能够容忍矛盾的存

在, 并且其自我概念往往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

的评价, 而非辩证思维的个体(往往分布在西方世

界)的自我概念更多的是积极评价而不是负面评

价(Spencer-Rodgers, Williams, & Peng, 2010); 情

绪复杂性 (emotional complexity), 即积极消极效

价 同 时 并 存 的 情 感 , 也 在 东 亚 更 为 普 遍

(Spencer-Rodgers, Peng, & Wang, 2010)。在这些成

果的基础上, 可以继续探讨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

重辩证思维的国家(Wang et al., 2016), 个体消除

矛盾体验的对策以及行为结果与西方相比有哪些

不同。同时, 中国又是偏重集体主义的国家(Markus 

& Kitayami, 1991), 在这样的环境下, 可能会由于

个体间联系紧密而产生更强的矛盾态度。并且 , 

个体在对待矛盾态度时可能会更多的参考他人的

意见, 从而在自身和他人的关系中取得平衡。这

些可能存在的跨文化差异等待未来的研究探讨。 

除了文化差异, 个体差异也有可探索之处。

除了上文提到的认知偏好, 年龄可能也会影响矛

盾态度的强度。儿童由于各类脑区(包括前额叶)

仍处于发展阶段, 在认知方面发育并不成熟(Welsh 

& Pennington, 1988)。比如, 儿童看待世界往往采

取的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 而成年人则更可

能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然而, 有研究发现, 11 岁

的儿童, 特别是中国儿童, 已经懂得在预测未来

事件时预测更多的变化, 而不是期待一成不变的

积极发展(Ji, 2008)。这是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特

征, 即在预测事件时考虑多种因素, 并且更多地

考虑到糟糕的结果(Maddux & Yuki, 2006)。由此, 

可以用 fMRI 等神经科学技术探讨矛盾态度在个

体各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Vasilev, 2016), 这有

助于帮助研究者更好的了解儿童及青少年认知能

力的发展进程。总之, 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深入研

究矛盾态度的成因以及其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 

4.3  行为改变 

矛盾态度有着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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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于很多与健康相关的行为都会产生矛盾态

度, 比如吸烟、嗜酒、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等等(de 

Visser & Smith, 2007; Feldstein Ewing, Apodaca, & 

Gaume, 2016; Manuel & Moyers, 2016)。 

首先, 矛盾态度可以为行为改变做出准备。

如前文所述, 持有高矛盾态度的个体更容易受到

说服性信息、同龄人与社会规范的影响, 从而改

变自身对于某些不健康行为, 比如抽烟、喝酒的

态度。矛盾态度也能够使个体抵御垃圾食品广告

的诱惑(Ran & Yamamoto, 2015)。此外, 有研究发

现个体在面对不确定的、又被个体渴望的目标结

果时, 可以通过形成矛盾态度缓冲失败对于自我

概念的影响(Reich & Wheeler, 2016)。这说明, 矛

盾态度可以使个体更多地暴露于改变的风险中 , 

从而增加向积极行为转变的可能性。 

但是, 由于矛盾态度与行为之间关联不稳定, 

比如 Armitage 和 Conner (2000)发现, 较弱的矛盾

态度能够较好的预测后续行为。相反, Jonas 等人

(1997)的研究却表明矛盾态度越强烈, 态度−行为

意向越一致。所以, 态度的改变不一定会引导个

体的行为一起转变, 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比如, 矛

盾态度会引起负面情感, 而一些研究指出负面的

情感会使人选择带来短期效应而非长期效应的选

项(Wertheim & Schwartz, 1983)。也有文献指出, 

矛盾态度的个体表面上会受说服性信息的影响形

成单一态度 , 但在间接(indirect)层面上实际并没

有改变态度(Cavazza & Butera, 2008)。现已有研究

发现, 细化(elaboration)、个体情感和态度重要性

可以调节矛盾态度和行为意向的关系 (Costarelli 

& Colloca, 2007; Jiang, Liang, Wang, & Sun, 2016)。

后续研究可以继续对影响矛盾态度与行为结果的

其他变量进行探讨, 而且, 如果对这些变量控制

得当, 培养个体的矛盾态度和意识可以用作促使

个体向积极行为转变的一种手段。 

4.4  组织层面的矛盾态度 

一个组织中也会存在矛盾态度。在组织中 , 

矛盾态度与矛盾关系同时起到了积极和消极的作

用。一些研究发现矛盾态度与组织犯罪(Vadera & 

Pratt, 2013)以及违反安全规范(Cavazza & Serpe, 

2009)有关。另一些研究则将矛盾态度和优秀的

CEO 决策(Plambeck & Weber, 2009)以及高创造力

(Fong, 2006)联系在一起。 

组织也会用不同的策略应对矛盾态度。比如, 

Ashforth, Rogers, Pratt 和 Pradies (2014)把组织应

对矛盾态度的方式分为 4 种, 分别为逃避、支配

(domination)、妥协、整体化(holism), 在不同情景

下各有效用。Guarana 和 Hernandez (2015)则从矛

盾态度的作用入手, 认为矛盾态度可以使得员工

以及领导者进行合作, 对于复杂的组织环境进行

理解与评估。他们的模型指出, 当领导与下属所

体验到的矛盾较少时, 他们会快速下结论, 自动

化的做出情景推论。当领导体验到的矛盾比下属

多时 , 下属会进行上谏(issue selling), 反之下属

则进行服从。当两者所体验的矛盾都较高时, 则

会进行意义建构(sense building), 共同对情景进

行理解与评估。组织中的矛盾态度是一个新颖的

视角, 对于上下级沟通与决策方面的研究有着重

要启示。未来研究也可以对于组织应对矛盾态度

的策略作进一步探究, 并且探讨个人矛盾态度和

组织矛盾态度如何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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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inal ambivalence: Origins and coping strategies 

XU Zhan-Fei; XI Ju-Z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refers to the co-exist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ons and 

feelings of attitude toward to an object. Recent studies of the domain investigated the origin of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as well as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people to cope with ambivalent feelings. In this article, we 

repor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on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highlighting the orig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socie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spectively) and individual coping strategies 

(emotion-focused strategi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rategies and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of this domain. 

We proposed that future studies on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should integrate different measures of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and unveil how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vary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In addition, researchers can explore further into the variables influe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and behavior. 

Key words: bipolar problem;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rigin; coping strategies 

  


